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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期地理学关于人地关系的研究多基于本土思维，秉持“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理

念。在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的传统农业社会，这一理念及其指导下的区域地理研究和区域管理

实践，对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随着系统开放程度的增加，规模不等、层

级不同的地域系统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耦合的地理网络。每个地域都是这个网络上的

节点，地域问题的产生与解决与网络上其他节点有密切关联、与地域系统内外因素紧密相关，

地域外因素有时甚至起主导作用。虚拟水、生态足迹、贸易隐含碳排放、资源纽带关系及人地

关系远程耦合等概念和方法的提出，标志着人地关系研究范式从本土思维向全球网络化思维

转型。依照新的理念和研究范式，传统的本土思维范式及建立在此范式上的相关研究主题（如

区域承载力）应该受到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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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即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相互耦
合形成的一个个具有地域特色的系统。在农业社会，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信息的闭
塞，地域系统带有较强的封闭性。如1978年改革开放前，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中国
乡村居民外出从事第二、三产业活动需要村集体（大队）审批，劳动力和资源的流动性
差，“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对那个时代人地关系的生动刻画。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国家/区域之间的人口流、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服务流
等快速增长，国家/区域间的联系和交流日益紧密，“地球村”“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
变化”“经济全球化”和“远程连接/耦合”等新概念不断涌现，这表明我们进入了国家/
区域之间相互关联、高度耦合的时代，人地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如
何看待人地关系这一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呢？本文将从 3 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探索性回
答：人地系统的变化特征、人地关系思维范式转型及其驱动机制以及思维范式转型的实
现路径与现实意义。

1 人地系统的变化特征

地理学是关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学科[1-3]。吴传钧认为：“对人地关系的认识，素来
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也是地理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始终贯彻在地理学的各个

收稿日期：2020-07-27; 修订日期：2021-04-1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16);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2016YFC0502103)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771116;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No.2016YFC0502103]

作者简介：谈明洪(1970-), 男,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土地利用研究。E-mail: tanmh@igsnrr.ac.cn

通讯作者：李秀彬(1962-), 男,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土地利用研究。E-mail: lixb@igsnrr.ac.cn

2333-2342页



地 理 学 报 76卷

发展阶段” [4]。这里的“人”是指作为集体或集团的人，是社会人，而不是个体人；
“地”最初是自然环境，后来为地理环境，地理环境的范围更广，其包含了人类自身影响
下的环境[3, 5]。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地关系的要素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其中最容易
发生变化的是人。

人地系统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图1）。① 第一阶段，人地系统是相对封闭
的、孤立的。在原始社会或早期的农业社会，人地系统是相互独立的。一个区域的人甚
至不知道另一个区域人的存在。② 第二阶段，不同人地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得到加强。它
们之间进行了物质、能量、服务和信息等方面的交流。在这个阶段，由于人口数量不足
和技术发展水平较低，人类活动的范围相对较小，人地系统之间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联
系和交流，但是人地系统并未发生重叠。这个阶段对应着封建社会或农业社会。③ 第三
阶段，人口数量、人的需求和人类活动的范围不断增长和扩大，人地系统的范围不断延
展，并在空间上交叉和重叠。比如一个人在一个城市上班，却居住在另一个城市。人地
系统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功能相互补充。在竞争和相互挤压中，一些人地系统发展较
快，范围不断扩大，占据了其他人地系统。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全球发展成
最大的人地系统，即所谓的“地球村”。

在第三阶段，人地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不再是以前简单的“一人对一
地（地域）”，变成了“一人多地”和“一地多人”。在这样的人地关系背景下，地域是
开放的，不同地域相互挤压、重叠和交叉。如再以那种“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理念
审视资源环境问题，就脱离了人地关系的现实。在区域规划和管理上，秉持这样的本土
思维方式，规划和管理目标可能难以实现。

2 人地关系思维范式转型及其机制

库恩认为特定的科学共同体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遵循公认的范式。范式是从事某一

注：A:封闭的、孤立的人地系统；B:不同人地系统之间进行人口迁移，以及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

C:不同人地系统之间相互交叉、相互重叠、相互挤压。

图1 人地系统的演化
Fig. 1 The evolution of the man-lan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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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是这些群体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基本
方式，主要体现在观察角度、基本假设、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6]。研究范式立足于
世界观和认知体系等，就地理学来说，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几个典型阶段：天命
论、地理环境决定论、征服自然论、适应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相应地也形成了多种
多样的研究范式，考虑人地系统不断开放这一背景，本文仅对下列思维范式进行阐述。
2.1 本土思维

当前，中国部分人地关系研究体现了传统的人地关系思维范式，其基本理念为：基
于本土思维的地域意识，人类活动不能超出当地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例如，中国多次制
定了城市发展方针或战略，贯穿其中的主要思路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近年
来，大城市的人口“天花板”（人口极限）提法也受到管理者和学者们的重视。同样，一
些地方规划也基于类似的理念，认为资源环境承载力估算是规划的前提和基础。很多科
学研究的选题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也很重视，把其列为科研计划的重点资助方向。这
些研究和规划考虑问题的思路是着眼于本土思维或“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是，正如前文
所述，当今社会很难有一个封闭的地域系统，各种地理要素的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
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等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2.2 远程耦合

随着地理要素流动性增强，域外因素对当地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7]，远程连接/耦合
（Tele-Connection/Couple）的人地关系模式受到了更多的重视[8]。其实远程耦合的概念在
地理学中由来已久，因为地理学不仅研究区域差异，同时非常重视不同区域间的联系[9]。
区域差异既是联系的原因也是联系的结果[10]，有差异才会促近交流，如同水位差、电压
差、温度差、气压差一样，差距越大，交流可能越频繁，交流量可能越大。充分的交流
也会强化区域差异。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各个地域的优势和特色不断得以巩固和加强，
专业化协作和分工趋势更加明显，地域之间的交流也更加密切。

由于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能力的不断增强，远程耦合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和
加深[11]。根据人类参与的程度，远程耦合包括3个层次：自然系统的远程耦合（如大气环
流、洋流、台风等）、人类活动的远程耦合（经济全球化）、人地系统的远程耦合（如碳
排放等） [12]。人地系统的远程耦合综合了人类和自然因子的相互作用，也反映了地域系
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另外，还有自然系统对人地系统的远程耦合，如北大西洋涛动
（The 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和斯堪的拉维亚半岛的气候波动对东欧、西欧和北欧的
小麦生产和植被状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3]，相反，人类活动也会对自然系统产生远程影
响。当前，远程耦合研究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旅游业等诸多方面。每个远程耦合系统应
该包括发射、接受和溢出子系统，3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在耦合系统中的角色可能互换，
发射子系统可能转化为接受子系统，反之亦然[12]。
2.3 全球网络化思维

随着远程耦合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加深，全球林林总总、层级不同的地域系统逐渐
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耦合的地理网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城市和小城
市、城市和乡村都在网络中寻找自己的定位、优势，承担着各自的功能。如美国和英国
的高科技产业（微软、戴尔、英特尔、Facebook）与金融服务业，日本、欧盟和中国的
工业产品，巴西的大豆和牛肉[14]，沙特和伊朗的石油等。每个区域都可能是全球地理网
络上的一个点，一个地域系统的变化可能对多个地域系统（整个网络）产生影响。如网
络上炒作的“中国禁运垃圾，西方一片狼藉”，这标题虽然有吸人眼球的嫌疑，但是中国
垃圾禁运对世界影响之巨大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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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从本土思维到全球网络化思维的转型机制
在从本土思维到全球网络化思维的转型过程中，有多重主体（地域系统）参与其

中。本文简单列出3个层级的主体：区域/国家、城市、团体/组织（企业、政治团体、社
会团体等），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耦合关系。
2.4.1 区域/国家 在全球网络体系中，不同的国家/区域成了全球网络中的一个个节点，
这些节点所起的作用有大有小，对外联系有强有弱。以全球商品贸易为例，各个国家/区
域的商品贸易份额既同人口总量有关，也和这个国家/区域的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有
关（图 2）。2018年印度人口近 13亿，其商品贸易占世界的份额仅为 2.1%。日本的人口
不到印度的1/10，但其份额占全球的3.8%，商品对外贸易量超过印度。

2.4.2 城市 城市最初功能主要是军事防御和举行祭祀仪式等，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城
市与周边区域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形成了自己的腹地。由于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高
速公路、高铁、飞机、互联网等）的迅速发展，城市之间的腹地日益模糊，城市与城市
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在全球网络中，各个城市也可以被看作网络的关键节点，这些
节点相互影响、相互依托，形成一个全球城市体系[16-17]。在此体系中，不同城市担任着不
同的功能，彼此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很多国家和区域乃至全球的城市规模及其在城市
系统中的位置可以用位序—规模法则来刻画[18-19]。根据其功能和影响，城市大体可分为世
界城市、国际化城市、区域性城市和地方性城市。

2013年中国商品贸易总量已居世界第一位，很多城市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网络和人员
交流的关键节点，如香港、上海、北京。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分析和解决城市发展所面
临的问题时，应把问题放在网络节点上去考虑，多角度、多层次分析城市与其他城市或
区域的关系，不能仅仅局限在城市范围内。
2.4.3 团体/组织 在团体/组织层次上，最为典型的就是企业。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小企
业最初的生产和销售可能局限在一个城市，如麦当劳和肯德基都是从餐厅做起，最初的

注：数据来源网址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miwi_e/miwi_e.htm[15]。

图2 2018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商品贸易占比(%)
Fig. 2 Economies by size of merchandise trade 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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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很小。由于企业业务的扩展，产品生产和销售的范围不断扩大，企业的产品销
售到城市之外，甚至到其他区域/国家，成为跨国连锁餐厅。很多跨国企业为了开展全球
业务，在世界各地设立数量众多的机构，这些机构也构成了网络节点，企业的影响遍及
全球。如总部位于伦敦的汇丰银行在全球建立9700个机构，这些机构也是其服务全球的
网络节点，全球成为其腹地[20]。类似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为）也在拓展全球
业务，其网站上有这样的介绍：“华为业务遍及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 30 多亿人
口”，在全球很多地方设有华为的代表处，这些代表处构成了华为服务全球的网络。企业
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为复杂，既有层级关系、从属关系，也有合作和竞争关系。

上述3个层级主体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国家/区域是城市的腹地，城市
是区域中人类活动最为强烈的、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一个区域和位于其中的城市联系紧
密，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城市—区域） [21-22]。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区域研
究受到广泛的关注。企业常常位于城市中，一些矿产企业虽然位于城市之外，但是矿产
企业的很多活动（如金融、产品流动、服务、信息）都离不开城市。

此外，不同国家/区域的多种主体也可能发生相互作用。比如一个国家/区域和另一个
国家/区域的城市、团体/组织发生作用，如被美国限制的华为等中国企业，为多个国家建
设网络基础设施；同样一个城市也可能和另一个城市的企业发生相互作用，这些作用都
是相互交叉的（图3）。

3 人地关系思维范式转型的实现路径和现实意义

3.1 以更广的视角去思考区域问题，定量表达域内外因子的影响
分析地域系统的演变或地域系统存在的问题，要准确评估域内外因素对地域系统的

影响，这样有利于把握影响地域系统问题的内外因素，便于地域问题的解决。然而，域
内外因素极其复杂，影响因素多种多样，不同因子之间很难比较。为了量化表达这种联
系，一些新的概念、理念和方法不断涌现，如生态足迹、碳排放转移、虚拟水、虚拟土
地、能值、土地置换等[8, 23]。

生态足迹于20世纪90年代被提出，现已受到广泛关注。这个概念可以很好地表达人
类活动影响的强度或范围，有学者认为：“该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虑人类社会经济
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可能是全面分析人类对自然影响并用简单术语表示这种影响的
最有效的工具之一”[24]。在评估中国澳门人类活动影响时，发现中国澳门2001年人均生

注：图中的双箭头代表不同主体的相互作用。

图3 多重主体（地域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Fig. 3 Interactions between multiple agents (regional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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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足迹为2.993 hm2，但是本地能够提供的仅为0.011 hm2，前者约为后者的272倍[25]，这

表明该城市人的活动强度及本地所能提供的资源当量，中国澳门的发展离不开外部资源

的供给。如果在分析中国澳门的可持续发展时，仅从当地的生态承载力入手则舍本逐

末。又如，近几年有关各国CO2排放权的争论非常激烈，作为全球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中国承担相应的减排责任似乎无可非议。可是根据一些学者的计算，中国碳排放总量中

的20%~30%，是与为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提供的相关产品和服务有关[26]。因为中国是

“世界工厂”，生产的产品并非完全由国内居民消费，生产过程中的部分碳排放责任应该

由国外的消费者承担。因而“碳排放转移”这一概念被提出，强调应从国际贸易的角度

理解“隐含碳排放责任”。

无论是生态足迹、虚拟水贸易，还是贸易隐含碳排放，这些概念与以往描述人地关

系传统概念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从人的需求角度出发，反映的是人的影响及人与人之

间在资源环境消耗与影响上的不均衡。相比之下，这方面传统的概念如区域人口承载

力、环境容量等，是从人地关系中地的方面出发的，反映的是地域的能力。新的概念强

调的是：一些区域所承载的并不只是当地的人类活动，所需的资源也可能主要来自其他

地方。而这一理念恰恰反映了经济日益全球化、人地关系在空间上日益错综复杂的现实

世界[27]。

3.2 全球网络的研究方法 从全球角度来说，不同的地域系统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

赖、相互耦合的系统和地理网络。那么，在现实中如何表达这种相互依赖、相互耦合的

关系呢？在已有的研究中，一些模型和方法被用来表达这样的网络关系，如多区域投入

产出模型[28]、社会网络分析方法[29]、复杂网络理论[30]等。同时，虚拟水和生态足迹等概念

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提出以后，目前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有学者利用多

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虚拟土地方法分析各国对虚拟土地的消耗量及进出口量。结果显

示，在21世纪初，美国1/3的土地消费来自其他国家，这个比例在中国为25%，日本为

92%，欧洲为 50%；相反，巴西和阿根廷各有 47%和 88%的耕地产品销往国外。中国进

口的虚拟土地主要来自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出口的虚拟土地主要输往欧洲、美国和日

本[31]。因此，在分析这些国家和区域土地利用产品的供需关系时，应该把其放在网络中

去考虑。在实践工作中，分析中国虚拟耕地的进出口时，不仅需要把握中国耕地产品的

优势、不足和潜力，还要了解其他国家和区域耕地产品的优势、不足及潜力，这样才能

准确把握进出口的趋势。如果中国减少来自美国的虚拟耕地就需要增加来自阿根廷、巴

西或其他区域的虚拟耕地进口；只关注国内、中美之间的联系、或者只关注单向的联系

都是不够的。

基于以上讨论可知，全球各区域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已经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状态。早在2011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最多国家/区域的最大贸易伙伴，在思考中国

发展和生态环境问题时，应把问题放在全球网络中去分析，充分评估网络中不同节点发

生变化对中国相关问题的影响。

相反，本土思维的一个典型研究方向，就是区域承载力的估算。近年来，在中国正

在制定的各级国土空间规划中，“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成为空间规划的前提和基础。其

被定义为：在一定发展阶段，基于当前的经济技术水平和生产生活方式，一定地域范围

内资源环境要素能够支撑的农业生产、城镇建设等人类活动的最大规模。这一思路最终

落脚在地区发展规划上，在实践操作中，通常简单地以人口规模作为控制指标。在中国

针对承载力研究时，时常会关注两类承载力问题：农业承载力和城市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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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农业承载力 农业承载力研究一直是地理学家关注的重点。在特定技术水平条件
下，农作物种植有很多限制因子，如气温、降水、光照等。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焦点问题，农业承载
力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很多地理学者对此做了富有成效的探讨。随着技术革新和地域系
统开放程度的增加，农业承载力研究面临诸多问题：① 农业承载力研究的边界逐渐模
糊。一个区域的粮食生产或农业产品不仅服务本区域，而且可能服务其他区域/国家[32]，
同样，其他区域的粮食也可能进入本区域；不同区域之间，粮食产品互通有无。② 农业
产品的类型变得更为丰富多样，不仅仅是粮食，可能是花卉、蔬菜、水果，乃至农业旅
游、农耕文明等，这些产品和服务可能主要用于对外贸易或为外地游客提供服务，而不
仅仅用于本地消费者。③ 随着技术的发展，很多地区农业生产的限制因子被逐渐克服，
农业生产潜力被“无限”挖掘。传统意义上很难被克服的限制因子，如气温、降水、光
照等，在一些国家和区域也逐渐被克服，通过采用农业节水灌溉、温室大棚等技术。最
为典型的就是以色列和荷兰农业的发展 [33]，荷兰位于 51°N~54°N 之间，热量、光照不
足，国土面积约为4.2万km2，耕地面积仅为1.1万km2，然而，其已成为全球重要食品出
口国。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资料，2017年荷兰是世界上土豆和洋葱出口产值最高的国
家，产值分别达到8.0亿美元和5.2亿美元。因此，由于农业地域系统边界的模糊，农产
品生产日益多样化及技术的革新，一个区域农业结构升级，其农产品的价值或服务可能
迅速增长，给农民带来巨大的利润。这样很难在较小的地域系统进行农业承载力评估，
即使在一个国家的层次，农业承载力研究的意义也有所减弱。
3.2.2 城市承载力 城市化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随着城市工作机会的增加，乡村人口大
量进入城市。不仅如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不同等级城市之间人口迁移现
象也很明显。和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在城市运行成本、经济效益、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
样化等方面有着小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34]，因此，大城市或大都市区人口进一步集聚，
如日本东京、英国伦敦、法国巴黎、韩国首尔等[35]。毫无疑问，随着城市人口增长和城
市产业的聚集，城市本身无法提供城市居民生活和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如水资源、土地
资源、能源等，这些资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城市区域之外，如通过建设水库和抽取地下水
为城市发展提供水资源。有些城市甚至通过工程建设引用其他流域的水资源来满足城市
居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如中国的南水北调、引黄济青、引滦入津等工程。另外，随着
城市的发展，城市会产生很多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面对此类问题，城市
通常通过技术革新来解决，如产业结构升级、废弃物处理、资源循环利用和城市空间格
局优化，而不是通过控制城市人口来解决。如英国伦敦早期的空气污染，随着产业结构
的升级和技术革新得以解决，在这些污染问题得以解决的过程中，伦敦城市人口不是减
少了，反而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因此，城市承载力很难用人口数量来表征，不应该人为
制定人口红线，而应该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城市人口的分布遵循
位序—规模法则[18-19]。依据此法则，城市体系中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量和这个国家城市总人
口及城市数量的多少有关。在中国这样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城市人口总量大、城市
数量众多，因此，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可能会很大。此外，一个国家最大人口规模的估
算还应该放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去考量，因为大城市是促进产业创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的重要平台。城市人口预测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只有进行较为准确的人口预测，才能对
城市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布局、才能制定出合理的预案。总之，中国大城市人口最大规模
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综上所述，基于本土思维模式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在人地关系远程耦合和全球
网络化思维的参照下需要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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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地系统及其关键要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对人地系统
的演化进行了梳理，对其演化阶段进行了简要划分，对人地关系思维范式转型及其现实
意义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人地系统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 3个阶段：封闭的人地系统、开放的人地系统、
相互重叠的人地系统。在此背景下，人地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以前简单
的“一（地域）人对一地（地域）”，变成了“一人多地”、“一地多人”和“多地多
人”，那种“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思维方式存在很大的时代局限性，难以满足地理学
人地关系研究的新要求。

（2）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提出了虚拟水、生态足迹、贸易隐含碳排放、资源纽
带关系及人地关系远程耦合等概念和方法，标志着人地关系研究从本土思维向全球网络
化思维的范式转型。新范式对空间联系更为注重，本质是地理学“综合”传统的继承和
发扬。

（3）依照新的理念和研究范式，传统的本土思维模式及建立在此模式上的相关研究
主题应该受到重新审视。当前，区域承载力研究成为中国学界和管理部门的一个热点问
题，在制定的各级国土空间规划中，“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成为规划的前提和基础，这
一思路落实到具体实践中，通常简单地以人口规模作为控制指标。在地域系统日益开放
的背景下，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应该受到重新审视，在较小尺度的地域系统中尤其如此
（如县级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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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gm transformation in the study of man-land relations:
From local thinking to global network thinking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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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arly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land in geography mostly
focused on local regions and held the idea that "the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in a region feed
the person in the region".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which relies heavily on natural
resources, the idea, and regional geographic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practice under its
guidance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sustainable resource use.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in openness of man and land system
resulted from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ransport improvement, regional
systems on different scales and at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have formed an
interdependent and coupled geographic network. Every region becomes a node in this network,
and the formation and solution of regional problem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other nodes in the
network, and are related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the regional system. In some cases,
external factors even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The introduction of some concepts and
methods marks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man- land relationship research from local
thinking paradigm to global networked thinking paradigm, such as virtual water, ecological
footprint, carbon emissions due to goods trade, resource link and tele- coupling of man- land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an- land system, the changes of thinking paradigm and study methods in
man-land relationships, and the realization path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king paradigm in man-land relationship research. According to new ideas and thinking
paradigms, traditional local thinking modes and related research themes such as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can not fully expres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man- land relationships. At
present, studies related to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land use
planning and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nd use planning at different
levels, "evalua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has become the premise
and basis of plann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concept, we usually simply uses population
size as the control index. In the context of an increasingly open system, studies in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may be re- examined. This is especially necessary in
smaller scale regional systems (e.g., at a county level).
Keywords: man- land relationship; research paradigm; local thinking paradigm; geographic
network thinking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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